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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与改革前沿

农民工市民化与新消费者的成长
蔡　昉

【提　要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�实现了就业结构的转换�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�
有利于形成新的消费者群体。但是�由于不完全的城市化�没有实现农民工户籍身份的转
换�从而也未能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�使得农民工尚未成为足够大的消费者群
体�妨碍了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拉动型转变。因此有必要在揭示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同时�
探索如何通过制度建设�实现农民工市民化�进而挖掘他们的消费潜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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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年来�中国城市化的模式�正在顺应经
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规律�经历着从半包容性向
包容性的转变�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及其家庭在
户籍身份和享受均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市民化

（蔡昉�2010）。① 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
济体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经验是�刘易斯转
折点到达后�收入分配逐步得到改善 （Minami�
1998；Moriguchi and Saez�2008）�② 进而消费
率于 10～15 年之后止降上升 （沈建光�
2010）�③ 加快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
过渡。如果类似的过程在今后10年的时间里得
以在中国发生�则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
之时�同时将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。事
实上�居民消费率的显著提升�不仅是收入提
高和收入分配改善的结果�也是转变经济发展
方式的必要前提。

另一方面�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�如果政
府不能借助收入分配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�
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解决收入差距问题�
则会导致社会失序�在更加严重的情况下�国

家会陷入 “中等收入陷阱” （如 Freeman�
1993）。④ 可见�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�收
入分配改善的条件虽然逐步具备�但是�最终
收入差距的显著缩小�却不是可以单纯依靠市
场的自发力量�自然而然实现的。从中外经验
和教训都可以看到�相应的制度建设至关重要。
因此�本文拟提供一些经验证据�从中国实际
发生的城市化预测消费需求的潜力和可持续性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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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提出如何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�通过市民
化过程转化为未来的消费主体�从而推动中国
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。
一、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
中国政府一直倡导经济发展方式向内需拉

动转变�为此也提出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
入的比重的要求。这有赖于劳动力流动就业的
制度性障碍显著消除�从而劳动参与率的大幅
度提高�进而作为结果�普通劳动者收入的较

快增长。然而�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现象。一方
面�我们的确看到就业的大幅度增长�并形成
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；另一方
面�人们普遍认为�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在继
续恶化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�我们关于人口流动
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的经验�在这里都不再是可
信的规律。那么�启动居民消费需求作为经济
增长引擎�又会从何谈起呢？因此�我们应该
首先澄清不甚了了的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

判断和描述。
　图1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

资料来源：国家统计局 《中国统计年鉴2009》。
　　许多研究表明�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可
以被分解为城镇内部差距、农村内部差距和城
乡之间差距�其中�城乡差距的贡献率高达
40％～60％之间 （Wan�2007）。① 这意味着�
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�整体收入差距也会
缩小。图1显示�2003年以后�② 城乡居民收入
的增长率有趋同的趋势�从最悲观的角度来解
释�这也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受到
了一定的抑制。

更进一步�实际上�农民工的打工收入有
相当大的部分没有得到统计。首先�目前有大
约3000万举家外迁的农民工家庭�其收入几乎
全部被统计体系遗漏。其次�城乡人口和家庭
的划分对住户调查中收入统计产生很多影响�
使其成为不完全的统计 （蔡昉、王美艳�
2008）。③

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历史上�都曾经有过较
高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差距缩小的过程。一般
来说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不是再分配的结果�
而是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结果。
因此�如果农民工工资收入在统计中缺失或不
完全�则难以准确地判断城乡收入差距。根据
统计资料�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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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为17175元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。
而根据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计算�① 从农村流动
到城市的流动家庭人均收入则为17070元�是
农村人均收入的3∙3倍�与城镇人均收入基本
持平。

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

缩小�但是�如果把农民工的收入如数统计上
来�无论是作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一部分�还是
作为城镇居民收入的一部分�都会起到缩小城
乡差距的作用。可惜的是�我们没有足够适宜
的数据做这种修正。② 但是�2009年城镇已经
有1∙45亿农村劳动力务工�他们的工资已经
在上涨�却是一个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
要且持续因素。因此�在讨论扩大消费及其相
应政策问题时�应该把农民工群体作为研究的
重点�关注其工资上涨幅度、可持续性及其
影响。
二、农民工工资上涨的
　　事实与趋势　　　

　　我们需要回答农民工的收入在居民收入特

别是农村居民收入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位置�其
走势究竟如何�是否足以影响整体收入分配状
况等问题。在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观察并回答
上述问题之前�我们先看一看中国经济发展处
于怎样的发展阶段�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
变化。

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

的二元经济状态。改革开放以来�中国的高速
增长同时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�阻碍
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消除�特别是城乡
劳动力流动的不断自由化�加快了就业结构的
非农化进程。与此同时�20世纪90年代后期
以来�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
增长速度加快�城镇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
场发育�逐步消弭着长期存在的冗员现象�下
岗职工和登记失业者通过再就业以及退休等方

式被消化�人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市
场配置和调节。因此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特征
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正如刘易斯所预期的�一旦

现代部门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速

度�经济发展即到达一个转折点 （Lewis�
1972）。③ 换句话说�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劳动力
需求增长速度�超过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
供给增长速度。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够了�而
是需要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满足

需求。
普通工人的工资以更快速度上涨是供求关

系转变的直接体现�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
出现的重要特征�因而也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
的最主要的证据。利用国家统计局与人力资源
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�我们可以观察城镇
总体和分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变化 （表1）。
在可以获得的16类行业数据中�我们选择了两
个使用非熟练劳动力较多的行业�对实际平均
工资的变化进行描述。可以清楚地看到�这两
个行业在2003年以来�始终保持着实际平均工
资的快速上涨趋势。

由于城市劳动者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就业的

职工享受着工资保护 （ Knight and Song�
2005）�④ 其工资变动并不具有代表性。而在常
规的工资统计中�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人
员的工资常常被遗漏�所以�发表的平均工资
并不能准确反映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及其

变化趋势。因此�为了显示非熟练劳动者工资
变化�我们以农民工工资作为代表 （表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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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表1　相关行业和农民工工资年增长率 （％）
年份 制造业 建筑业 农民工 粮食 油料 规模养猪 蔬菜 棉花

2003年 12∙6 10∙7 5∙6 2∙2 4∙6 1∙3 7∙4 4∙0
2004年 8∙7 7∙7 7∙6 14∙3 －6∙8 66∙2 20∙9 40∙0
2005年 10∙5 10∙5 8∙6 12∙3 19∙1 1∙3 6∙5 5∙2
2006年 12∙3 12∙7 8∙2 15∙4 17∙1 18∙4 5∙5 2∙3
2007年 11∙2 9∙4 7∙2 11∙6 13∙1 18∙9 4∙7 9∙1
2008年 9∙7 8∙7 19∙6 22∙3 16∙1 11∙1 10∙0 5∙9

　　资料来源：国家统计局 《中国统计年鉴2009》；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《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》（历年）。
　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�农民工的工资近
年来呈加速上升的趋势。2009年�农民工实际
月平均工资为1221元�为2001年的1∙9倍。此
外�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数据表明�2009年农民
工平均工资达到1783∙2元�比上年实际提高
17∙8％ 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�2010）。①
虽然仍有人怀疑�但是�大多数观察者都承认�
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

是真实的。此外�为了证明工资上涨是供求关
系变化的结果�而不是其他因素干扰造成的�
我们还可以考察农业中使用雇工的工资变化状

况。表1中各种数据来源都显示�自2003年以
来�不仅在普通劳动者比重较高的产业�工资
有了大幅度的提高�农民工工资也显著提高�
同时�农业中雇工工资则以更快的速度上涨。

关于民工荒现象和农民工工资的上涨�在
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存在不同解释�从而引申
出不尽相同的政策含义。概括而言�否认刘易
斯转折点到来的论点有三类�分别是： （1） 否
认农民工工资在控制人力资本因素后有显著的

提高； （2） 认为民工荒及至农民工工资上涨�
是由于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存在�
从而导致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造成的； （3） 认
为民工荒是务农收益提高从而农村劳动力外出

机会成本提高�以致外出劳动力减少造成的。
回应这些不同观点�可以从下列几个因素�看
农民工工资上涨的逻辑和长期可持续趋势。

首先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�使得劳动力
供给增量逐年减少。例如�2004年～2011年期
间�这个增量以每年13∙6％的速度减少�并预
计在2015年停止增长�随后转为负增长 （胡

英�2009）。②2010年春节以后�劳动力特别是
农民工短缺现象普遍发生�并不限于沿海地区�
而且蔓延到中西部地区�是2003年开始的劳动
力短缺趋势的继续。由于劳动力短缺有其人口
转变基础�因而不是短期的和结构性的现象�
而是会持续下去。

其次�支持工资上涨的各种劳动力市场制
度正在加快建设。2004年以来各城市政府感受
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�竞相提高最低工资水平�
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最低工资调整�并且被广
泛适用于农民工。1996年～2008年期间�调整
最低工资标准的城市数以及标准提高的幅度都

显著地提高了。虽然2009年在遭遇金融危机期
间各地暂停提高�但2010年大多数省市自治区
再次进行了调整�平均涨幅超过以往。此外�
政府发挥工会的积极作用�推行工资集体协商
制度等�与劳动者的制度需求相适应�③ 也将创
造出并完善工资正常增长的制度环境。

最后�工资提高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保
障�总体上不会降低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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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对全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表明�2000年～
2007年期间�企业职工报酬增长了91∙8％�而
同期企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了178∙7％ （蔡
昉、王德文、曲玥�2008）。① 既然制造业劳动
报酬的大幅度提升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更快

速提高而同时发生的�我们必然会看到�在两
者都经历逐年快速增长的过程中�其比率 （即
单位劳动成本） 多年经历着下降趋势�既意味
着竞争力仍然得以保持�也意味着工资的提高
是可持续的。
三、如何挖掘农民工的消费潜力
农民工总数已经很大�他们占城市就业的

比重已经超过1／3。如果加上没有离开乡镇的非
农产业农村工人�总规模与美国的劳动年龄人
口 （15岁以上人口） 大致相等。在劳动力短缺
推动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下�其扩大消费的
效应必然显示出来。首先�尽管农民工工资水
平低于平均工资水平�由于农民工总规模已经
十分可观�从总量上看也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和
潜在的消费支出。其次�他们作为中国社会最
底层的劳动者�收入的增长意味着收入分配的
改善。由于这个组别具有更大的消费收入弹性�
或者说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�将会成为重要的
消费群体。

目前�制约农民工及其家庭消费的因素�
是城市化的不彻底性。中国的城市人口被定义
为：在城市居住6个月或以上的居民�而无论
其户口登记地在哪里。其结果是�城市化率与
非农化率产生了较大的差距�2007年城市化率
比非农化率高出12个百分点。从公共服务的均
等性来讲�这种城市化模式的确具有未完成的
特点�即那些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
及其家属�没有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
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覆盖�在诸如义务教育、
保障性住房等其他公共服务方面�他们也没有
获得均等的权利。这种未完成的城市化�妨碍
了城市功能的发挥�抑制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
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。

具体来说�这种城市化模式导致城市化进

程的不稳定性。无论是因经济周期因素还是最
终预期�没有获得正式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及其
家属�仍旧把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宿。由于
城乡消费模式的差异�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和
家属�依然按照农村的模式进行消费和储蓄�
不能发挥城市化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扩大消费需

求的功能。因此�未来的城市化应该从单纯的
人口比率提高�转向更加关注公共服务覆盖面
扩大的内涵上来�通过消除46％的常住人口城
市化率与33％的非农户籍人口比率之间的差距�
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。

农民工及其家庭成为重要消费力量�或提
高的收入转化为消费需求的可能性�可以从以
下几个方面来观察。

首先�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提高�将在很大
程度上解除农民工消费的后顾之忧。按照 《劳
动合同法》以及其他法规的要求�农民工从制
度上已经被基本保险制度所覆盖。此外�基本
养老保险的结转办法�将大幅度提高对农民工
的覆盖率。人们普遍认为�社会保障水平低、
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�是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。
如果说对于城市劳动者来说�社会保护水平是
以从低到高的方式进步的话�对于农民工来说
则是从无到有的进步。

其次�农民工已经实现了代际转变�新生
代农民工有着全新的人口特征�消费观更加积
极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�② 在外出农民工
中�16～30岁农民工的比例为61∙6％�总数为
8952万。可见�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
民工中最大的群体。根据 CULS 数据分析�与
30岁以上的一代人相比�他们具有以下特点：
（1） 受教育水平高�42∙3％受过高中及以上的
教育； （2） 独生子女比重高�为13∙1％�而
31～40岁和41～50岁农民工为独生子女的比例
分别只有3∙3％和2％；（3） 在城镇长大和受教
育的比重高�即32∙8％的人在16岁以前居住在

9

蔡　昉：农民工市民化与新消费者的成长

①

②

蔡昉、王德文、曲玥： 《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
析》�《经济研究》2008年第9期。
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：／／www∙stat s∙gov∙cn／was40／
gjtjj＿ detai∙l jsp？channelid＝5705＆record＝96。



城市、县城或镇。
这些特殊的人口特征�使其消费观和消费

行为都不同于传统农民工。下面�我们同样根
据 CULS 数据�按照农民工家庭的年龄结构�
可以将其分为两类：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和老一
代农民工家庭。如果一个家庭中�16～30岁人
口占1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大于50％�我们将
其视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；如果一个家庭中�

16～30岁人口占1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小于或
等于50％�我们将其视为老一代农民工家庭。
与老一代农民工家庭相比�新生代农民工家庭
的年人均食品、衣着、交通通讯、文化娱乐和
住房支出都更多 （表2）。其中�新生代农民工
家庭的年人均衣着支出�更是达到老一代农民
工家庭的2∙2倍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
文化娱乐支出�是老一代农民工家庭的1∙9倍。

　表2　不同类别农民工家庭消费模式

新生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消费比率

年人均支出 （1）
（元）

占年人均劳动收入比例

（％）
年人均支出 （2）

（元）
占年人均劳动收入比例

（％） （1） ／ （2）

食品 5246 26∙8 4402 24∙8 1∙2
衣着 1526 7∙8 686 3∙9 2∙2

交通通讯 1951 10∙0 1397 7∙9 1∙4
文化娱乐 378 1∙9 204 1∙1 1∙9
住房 4310 22∙0 3192 18∙0 1∙4

　　注：住房支出包括房租支出、住房分期付款、住房首付、装修和装饰费等。
资料来源：根据2010年 CULS 数据计算得到。

　　最后�户籍制度改革将大规模把农民工转
化为新市民�从而转变他们的消费模式�在城
市基础设施建设、住房建设和消费品生产等领
域创造出更大的需求。目前城市基础设施和公
共服务供给�并没有把尚未落户的农民工的需
求完全地考虑在内。因此�城市化作为经济增
长引擎的作用�要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民工市
民化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。

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 （Chun�
2010）�① 中国居民可以按照日平均收入水平�
分别归入6个收入组 （表3）。由于中国的农民
家庭、农民工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日均收
入分别为3∙6美元、9∙4美元和11∙9美元�即
分别处于2～4美元、4～10美元和10～20美元
三个组别。由于1∙25美元是国际贫困标准�脱
贫后即人均收入达到1∙25～2美元�消费水平
提高120∙5％；进入人均收入2～4美元的中等
收入最低组后�消费水平可以进一步提高
17∙5％；劳动力流动后即进入人均收入4～10
美元的中等收入中等组�消费水平提高80∙1％；
而农民工成为市民即进入人均收入10～20美元

组别后�消费水平可以大幅度提高117∙8％。由
此我们可以看到�农民家庭可以通过劳动力流
动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�而农民工的市民化不
仅可以提高收入水平�更是可以以较大的幅度
提高消费水平。
　表3　城乡居民按收入分组的消费水平

组别特征
日均收入

（PPP 美元）
人均年消费

（PPP 美元）
提高幅度

（％）
贫困组 ＄0～1∙25 203∙8 －
脱贫组 ＄1∙25～2 449∙3 120∙5
农民组 ＄2～4 （农民＄3∙6） 527∙8 17∙5
民工组 ＄4～10 （农民工＄9∙4） 950∙6 80∙1
市民组 ＄10～20 （市民＄11∙9） 2070∙4 117∙8
富裕组 ＄20以上 4206∙5 103∙2

　　资料来源：根据 Chun （2010） 提供的数据�以及 CULS 数
据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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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�一方面�居民
大大提高了对更加充分、均等的社会保护的制
度需求；另一方面�一直以来政府推动经济增
长的激励�正在转变为提供更多、更好、更均
等的公共服务�进而推动制度改革的激励。从
近来各地的情况看�各种形式的户籍制度改革
正在加快步伐。最近�广东省、重庆市都出台
了更为实质性的户籍改革制度。如重庆市的改
革效果是预期将在10年内增加城市人口1000
万。其实�许多人并没有注意到�在过去十
年里�以农民落户为标志的户籍制度改革�
效果是很明显的。例如�非农户籍人口比重
的年平均提高速度�在1997年～2007年期
间达到了2∙1％。按照国际标准�这也是一个
较快的速度。而且�可以预期这个速度将进
一步加快。
四、结语
改革期间得以延续的城乡分割制度－－－包

括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服务提供的不均等、人
口与劳动力的城乡分割等�使得参与中国的高
速经济发展以及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�并

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�未能充分分享改革和
发展的成果�也没有成为消费需求的重要力量。
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�城乡二元结构被逐步
打破�城市化加速�农民工通过转变为新市民�
将迅速成长为中国的消费巨人。这必然会对中
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、全球经济再平衡产生
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本文的结论表明�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到
来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�正在促进以下条
件的成熟。即第一�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
城市化的加速推进；第二�普通劳动者工资增
长和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加速增长；第三�收入
获得提高的群体�特别是农民工�迅速转变为
新的消费者。为此�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、
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相

应的制度变革�不仅是必要的�而且具有十分
的紧迫性。

本文作者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
济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�中国社会科学
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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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itizenization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
Development of New Consumers

Cai Fang
Abstract： The mass labor migration f 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during reform period has ac-
complish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loyment st ructure�increasing rural householdsʾ in-
come and potentially creating a new group of consumers∙Because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is
not a complete process�in which migrant workers do not obtain urban hukou and thus do
not have legitimate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in urban areas�migrant workers have not t rans-
formed into sufficient force to significantly expand domestic consumption�as prevents the
Chinese economic grow th f rom transforming to a consumption-pulling pattern∙This paper
first explores the t rend of rise in migrant workersʾ wages�and then suggests institutional
reform needed to settle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in order to tap their huge potential of con-
sumption demand∙
Key words： the rise in wages；new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；consumption po-
tential；hukou refor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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